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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济贫法》 之争看古典经济学的公平观

张 　 琦

　
摘　 要　 所谓公平观，是指体现了一定程度 “结果平等”的经济资源的分配。１９ 世纪对 《济贫法》的讨论，

是古典经济学公平观的主要表现方面之一。亚当·斯密率先改变了对穷人的看法，主张人因贫穷本身就有权得

到一定的物质资源。进入 １９世纪，运行了 ２００年的 《旧济贫法》的弊端愈加凸显。马尔萨斯根据其人口原理

对济贫法进行了猛烈批判，认为济贫法会制造出源源不断的穷人，最终将社会拖入普遍贫穷的深渊。李嘉图赞

同马尔萨斯的观点，运用其工资理论和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同样主张废除济贫法。西尼尔在济贫法改革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是 １８３４年 《新济贫法》出台的重要推手之一。与马尔萨斯不同，西尼尔认为生育率是内生的，

经济发展本身就会抑制人口增长，他反对 《旧济贫法》的理由是认为它会摧毁生产而非人口过剩。古典经济学

对 《济贫法》的讨论，是经济学史上第一次 “公平与效率”之争，且已经触及后来公共选择学派的核心命题

即 “税费—服务”之间的关联性。群体公平和代际公平问题，亦可追溯至古典经济学的 《济贫法》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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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谓 “公平观”，接近道德哲学中的 “分配正义”（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ｖ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概念，是指体现了一定程度
“结果平等”的经济资源的分配。“市场经济＋再分配”是现代分配正义的普遍模式，这一模式滥觞于 １９世纪
古典经济学时期，于 ２０世纪下半叶发扬光大。以 “公平与效率”的视角来看，这一模式的特点是：一方面充

分发挥基于私有财产权的市场机制创造财富的巨大潜力来实现效率，另一方面由政府通过财政税收、社会保

障等途径提供公共服务、进行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来实现公平。就再分配而言，古典经济学的公平观主要

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财政税收思想，二是对 《济贫法》的分析、评判和改革。古典经济学财政税收思想中的

公平观，笔者拟另撰文分析。本文集中梳理后者即古典经济学家关于 《济贫法》的争论，特别是从 《旧济贫

法》转向 《新济贫法》过程中的经济思想，在此基础上，提炼和总结其中蕴含的公平观。

笔者曾多次讨论经济学的公平观，但尚未对 “公平观”本身给出较详细的说明，以下首先分析这一概念

的内涵。

一、何为公平观

分配正义的概念最早由亚里士多德提出，表现在对荣誉、钱物或其他可析分的共同财富的分配上。与之

对应的是 “矫正正义”，是指在私人交易中起作用的公正。矫正正义又可分为 “出于自愿的”和 “违反意愿

的”，前者包括自愿买卖、信贷、出租等，也称 “交换正义”；后者包括偷盗、下毒、抢劫、暴力伤害等。亚

里士多德提出，分配正义总是基于某种 “配得”或 “应得”（ｄｅｓｅｒｔ）来分配，比如按出身、按财富、按美德
分配等等。而正义的关键就在于 “成比例”：两个人分配两份事物，两个人 （配得）之比与两份事物之比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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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相等。①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假如按美德分配 “公共职位”，那么将更高的地位分配给具有更多美德的人，

使两个人的美德之比等于地位之比，这样的分配就是公正的，符合分配正义。

关于正义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分配依据上，即按照何种标准或特质 （即应得）进行分配才是正义的。例

如，人体器官交易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非法的，表面上看，其背后的逻辑是 “人体器官不应当用于分

配”“人体器官用于分配是非正义的”。但实质上，禁止器官交易的逻辑是 “人体器官不应当按照金钱多寡来

分配”“按照金钱多寡分配人体器官是非正义的”，因为器官交易虽然被禁止，但自愿捐赠器官却不受禁止。

器官自愿捐赠的正当性在于其分配采取的是 “排队匹配机制”，也就是说，其背后的逻辑是 “按照排队顺序

分配人体器官是正义的”。因此，与其说不同正义理念的分歧在于 “哪些资源可以用于分配、哪些不可以”，

毋宁说分歧在于 “资源按照何种特质进行分配才是正义的”。正是在这一问题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

但各种正义理念都认同，只要从某个具体方面来看人们是平等的，那么给予他们相同的对待才是正义的。② 所

以，正义 （ｊｕｓｔｉｃｅ）总是与某一方面的平等 （ｅｑｕａｌ）密切相关。
最新版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的 “分配正义”词条，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菲尔普斯

（Ｅｄｍｕｎｄ Ｓ Ｐｈｅｌｐｓ）撰写，代表了现代经济学对分配正义的理解，简要引述如下：
社会正义，是社会中发生的所有关系的正义：包括如何对待罪犯、如何对待老人和小孩、如何对待家养动

物等等。而分配正义则是较窄的概念，其别名就是经济正义。它是社会中经济关系的正义：生产的合作关系、

商品的买卖关系、公共物品的提供关系等等。……早期关于分配正义的讨论，多集中于人与人交换关系中的义

务。……而随着政府再分配能力的上升及经济自由主义的扩散，讨论的焦点转移到了中央政府的分配义务上。

企业部门和家庭部门专注于追求各自的利益，而政府则专注于分配。很大程度上，分配正义事关再分配税收和

补贴。③

菲尔普斯对分配正义的阐述，有两点值得关注：其一，现代意义上的分配正义，就是经济正义。其二，

分配正义主要关乎再分配。这两方面都反映了分配正义概念的演变，即经济因素在正义理念中的重要性不断

上升。

因此，本文使用 “公平观”一词概括经济资源的分配与再分配思想，既是为了避免 “分配正义”在不同

时期含义不同引发不必要的误解，同时也符合 “公平与效率”二分法的经济学语境，并且更加契合汉语的表

达习惯。

二、《旧济贫法》的颁布和运行

《旧济贫法》颁布于 １６０１年，当时英格兰国王为伊丽莎白一世，故也称 《伊丽莎白济贫法》。该法案被

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济贫法，首开现代福利制度之先河。不过，济贫制度和济贫法在英国经历了漫长的演进

过程，至少可追溯到理查二世 （１３７７—１３９９年在位）时期。１４世纪中叶，黑死病肆虐英国，使其人口减少约
三分之一，从而导致劳动力长期短缺。在此背景下，１３８８年济贫法案 （ｔｈｅ Ｐｏｏｒ Ｌａｗ Ａｃｔ ｏｆ １３８８）出台，旨在
管控工资水平，并阻止劳动力流动以防抬高工资。④ 著名济贫法历史学家、１９世纪 ３０年代任济贫法委员会委
员的尼克尔斯 （Ｇｅｏｒｇｅ Ｎｉｃｈｏｌｌｓ）在其三卷本 《英国济贫法史》中，甚至将济贫法的历史上溯到公元 １０世纪
的盎格鲁撒克逊时期。⑤ 不过，对于 １６０１年的 《旧济贫法》来说，这些历史已经太过久远，几乎没有什么

关联。

《旧济贫法》颁布的直接动因，是当时英国日益严重的贫困和流民问题。１６世纪下半叶，英国的贫民占
总人口的比重约在 １５％—２５％之间。１５７０年，英格兰东部城市诺里奇共有穷人 ２３５９ 人，占当地全部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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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① 造成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灾荒、瘟疫、战争等短期因素，都会迅速推高贫困率。除这些短期因素
外，更重要的是一些长期因素。首先，进入 １６ 世纪，英国的人口开始快速增长，并一直持续到 １７ 世纪早
期。② 据测算，１５４１年英国的总人口为 ２８３万，１６００年增至 ４１１万，１６５０年进一步增至 ５３１万。１６世纪下半叶，
英格兰的人口增速达到了一个峰值，年均增长率为 ０ ６７％，高于之前 １４５０—１５５０年间的 ０ ４８％，也高于之后
１６００—１６５０年间的 ０ ４５％。③ 其次，随着圈地运动的开展，大量公地 （ｃｏｍｍｏｎｓ）和敞田 （ｏｐｅｎ ｆｉｅｌｄｓ）被圈作
牧场，导致许多农村人口成为无地劳动者，进而造成严重的贫困和流民问题。圈地运动的弊端，当时就已经

被认识到了。不过，面对圈地运动造成的大量流民，济贫当局也开始反思以往针对流民的法律的局限性，将

愿意工作却找不到工作的失业者与纯粹游手好闲的流浪汉区别开来，而不是一味施以惩罚。④ 再次，整个 １６
世纪，英国经历了物价尤其是食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和实际工资水平的下降。食品价格指数，以 １５００年为 １００，
１５５０年升至 ２１７，１５８０年升至 ３４１，１６００年猛增至 ５３０。⑤ 同样在 １６世纪，实际工资水平下降了 ５０％。⑥

１６世纪的英国，人口激增、物价猛涨、实际工资下降，间有各种灾荒、瘟疫，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至
１６世纪末，解决贫困和流民问题已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在这样的背景下，１５９７年，英国议会通过法案，规
定教区 （ｐａｒｉｓｈ）为救济当地贫民的基本单元，由教区负责收集济贫税 （ｐｏｏｒ ｒａｔｅｓ）、救济失能的穷人、为身
体健全的穷人提供工作、安排贫困儿童当学徒等等；１５９８年又通过 《流浪法》（ｔｈｅ Ｖａｇｒａｎｃｙ Ａｃｔ），简化对流
民的惩罚和程序，规定教区官员可对流民施以鞭笞并遣返原籍；１６０１年的法案对前两个法案进行细化和重申，
与之合在一起，就构成了 《旧济贫法》。《旧济贫法》有两方面特点：一是以教区为单位展开救济；二是实施

院外救济。英国的教区，可理解为自治色彩浓厚的 “基层政府”，其规模相当于村镇。院外救济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ｒｅｌｉｅｆ），是相对于院内救济 （ｉｎｄｏｏｒ ｒｅｌｉｅｆ）而言的，指的是为 “值得救济的贫民”发放救济金或救济物资，

但并不要求他们生活在济贫院。

《旧济贫法》颁布后，后续又有多个补充法案，其中比较重要的是 １６６２年颁布的 《定居法》（ｔｈｅ Ａｃｔ ｏｆ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旧济贫法》在实施过程中一直受到各种问题，特别是操作层面的困扰，英国政府也不断尝试对
其进行改革和完善。主要问题之一是，如何界定获得救济的 “资格”（ｅｎｔｉｔｌｅｍｅｎｔ），以及如何判定某人是否
有 “资格”接受救济。《旧济贫法》的设计框架，实质上是一个 “静态”救济模式：贫民待在各自的教区接

受救济，最好不要四处流动。然而，各教区规模大小不一，经济状况、筹集济贫税及私人捐款的能力不同，

穷人自然有足够的激励迁往 “待遇好”的教区，特别是遇到灾荒之年，于是就形成流民。虽然政府可以惩罚

流浪者并遣返原籍，但遣返也须花费成本。一旦贫民大量流入，势必给本地带来巨大的财务和管理负担。而

且，大规模的流民现象，导致对救济对象的 “资格认定”变得更加困难和复杂。１６６２年的 《定居法》正是在

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定居法》要求各地实行 “居住证”制度，迁入者只有在新的教区住满 ４０天，并租到
年租金 １０英镑以上的住房，方可获得居住证，凭居住证才能领取救济。⑦

《定居法》通过抬高贫民迁徙的门槛，固然缓解了流民现象，并在很大程度上明确了济贫对象的 “资格

认定”标准。但它对有劳动能力和无劳动能力的贫民不加区分，事实上妨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在当时来

说，要求迁入者拿出 １０英镑来租住房屋，是否要求过高呢？《定居法》颁布一百多年后，亚当·斯密在 《国

富论》中对此是这样回答的：“对于一个只能靠自己的劳动为生的人来说，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在这一制度

下，无论普通劳动者还是技工，都不能通过做学徒或被雇用而获得新的户籍。不仅如此，妨碍劳动力的自由

流动，也同样会妨碍资本的自由流动，因为 “任何一种行业能够运用的资本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行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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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运用的劳动量”。① 斯密还指出，《定居法》不仅侵犯了人的迁徙自由，并且加剧了工资不平等。②

亚当·斯密对 《旧济贫法》（其实是对 《定居法》）的严厉批评，兼具公平与效率两方面的含义。因其妨

碍劳动力和自由流动，并间接妨碍资本的自由流动，故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妨碍经济增长。并且，因其

人为扭曲了劳动力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自由流动，因此也加剧了不平等。因此，斯密对 《定居法》的批

评，并不只是对它妨害自由的批判，同时也是对它导致的不平等的批判。后者至少同样重要，表明斯密并非

只在乎自由而不在乎公平和平等，甚至并未将自由置于公平和平等之上。③

亚当·斯密的公平观，笔者已另撰文论述，在此仅简要分析他对穷人的态度，这与 《济贫法》密切

相关。

亚当·斯密之前，对穷人的主流看法可以概括为三点：其一，认为大部分穷人都是好逸恶劳、生性懒惰

的，且多品行不端、道德败坏。穷人若非为生计所迫，就绝不会去工作，只会把时间花在游荡和酗酒上，因

此必须让穷人处于贫穷状态。④ 其二，贫富皆应各安其位，特别是穷人，应安分守己，自食其力，不要总想着

爬到更高的社会阶层。富人可以通过慈善行为帮助底层民众，但后者的地位必然是卑下的，不应有非分之

想。⑤ 其三，关于 “让穷人保持贫穷状态”，在 １７世纪下半叶、１８世纪上半叶还受到当时流行的重商主义思
想的影响。于是有 “贫穷的效用”（ｔｈｅ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之说：要想创造更多的总产值，就必须有大量的贫
穷劳动者参加劳动，所以就需要低工资使其保持贫穷状态。一方面，只有低工资才能逼迫穷人去工作；另一

方面，只有工资足够低，才能确保英国的制造业产品比外国产品更有竞争力。⑥

这就是当时人们对待穷人和贫穷的普遍态度。而亚当·斯密在上述所有方面都给出了反对的论证。比如，

时人认为穷人天性懒惰、道德败坏，穷人只配做最低端的工作。而亚当·斯密却认为，人与人的差异不是先

天的，而是后天养成的。⑦ 又如，针对 “穷人必须保持贫穷”否则他们就不去工作、主张低工资的说法，斯

密明确为高工资辩护。⑧ 再如，针对那种认为穷人应安分守己、甘居底层的观点，斯密则支持下层民众生活

的改善。⑨ 简言之，亚当·斯密认为，人因贫穷本身就有权得到一定量的物质资源，而不论造成贫穷的原因

是什么，是主观懒惰还是客观不幸。

须指出的是，亚当·斯密支持穷人生活状况的改善、主张高工资，是与他对经济增长的乐观主义密切相

关的。另外，说亚当·斯密改变了人们对穷人的看法，这一过程是逐步的，并不是说他的 《国富论》一问世

就马上改变了世人的观念。亚当·斯密之后的马尔萨斯，就对人均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抱着悲观主义的态度，

从而对穷人的态度仍然是负面的。

三、马尔萨斯对 《旧济贫法》的批判

托马斯·Ｒ 马尔萨斯 （Ｔｈｏｍａｓ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ａｌｔｈｕｓ）于 １７９８年发表 《人口原理》第 １版时，《旧济贫法》（即
《伊丽莎白济贫法》）已在英国实施了 ２００年。进入 １９世纪，工业革命的展开、人口的迅速增长、拿破仑战争
（１８０３—１８１５年）带来的财政压力等多种因素叠加，使得 《旧济贫法》固有的弊病愈益凸显。这一时期，马

尔萨斯、李嘉图 （Ｄａｖｉｄ Ｒｉｃａｒｄｏ）等经济学家纷纷加入批判 《旧济贫法》的行列，对 《旧济贫法》的废除、

《新济贫法》的出台，发挥了巨大影响。１８３４年，著名的 《济贫法委员会报告》发布，报告的两位执笔人之

一是牛津大学第一位经济学教授纳索·西尼尔 （Ｎａｓｓａｕ Ｗ Ｓｅｎｉｏｒ）；同年，《济贫法修正案》即 《新济贫法》

出台。

１８世纪末到 １９世纪初，是英国历史上经济和社会发生剧烈变动的一个时期，《旧济贫法》的运行也面临
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各方对它的批评更加激烈。这一时期，英国的人口增长迎来又一次高峰：英国总人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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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济贫法》之争看古典经济学的公平观

１７５０年为 ７２２万，１８０１ 年增长到 １０６１ 万，１８５０ 年猛增至 ２０６５ 万。１７６０—１７８０ 年，英国人口年均增速为
０ ７４％；１７８０—１８００年，人口年均增速升至 １ ０９％；１８０１—１８３０年，人口年均增速进一步升至 １ ４４％。① １８世
纪末，英国国内农作物频繁歉收，法国大革命及拿破仑战争期间 （１７９３—１８１５年）使谷物进口更加困难，导
致英国从 １７９５年开始进入 “短缺岁月”。短缺突出表现为物价特别是粮价的大幅上涨：１７９５年 １月，小麦的
价格为每蒲式耳 ７先令，到了 ８月，价格几乎翻倍；１７９９年再次出现严重的短缺，１８０１年 ３月，小麦价格高
达每蒲式耳 １９先令 ３便士。② 随着工业革命的爆发，英国正在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机器替代劳动”的技
术进步特征又导致了大规模的失业。多种原因共同作用下，至少在短期内，工人面临着实际工资下降、进而

生活水平恶化的威胁。③

在此背景下，著名的 “斯宾汉姆制度”（Ｓｐｅｅｎｈａｍｌ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诞生了。１７９５年 ５月，伯克郡的太平绅士
与几位谨慎之人在斯宾汉姆镇的一个酒馆举行会议，决定由教区对工资低于一定标准的、勤勉的穷人给予补

贴，工资标准视面包价格和家庭规模而定，以使其收入达到最低生活水准。斯宾汉姆制度出现后，迅速扩散

到其他各郡，补贴的形式也多种多样：现金补贴或实物补贴，由教区安排全职或兼职工作，在济贫院中接受

院内救济，等等。④ 这一体系从 １７９５年开始实施，至 １８３４年 《新济贫法》出台而废止，存在了 ３９年。斯宾
汉姆制度从问世之日起，就受到各方的严厉批评，批评者认为它通过补贴工资来保证 “最低收入”，实际上

就是 “养懒汉”，结果显著减低了人的工作激励，并进一步推高失业率、压低工资。而在当时，针对包括该

制度在内的 《旧济贫法》的批评当中，最强有力的批判无疑来自马尔萨斯。

马尔萨斯对 《旧济贫法》的批判，建立在他的人口理论基础上。马尔萨斯指出，人口若不受控制，便会

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即食物却仅以算术比率增加，因而人口的增长迟早会超过食物的增长。几何比

率、算术比率是古希腊学者常用的术语，几何比率就是指数式增长，类似于等比数列，而算术比率类似于等

差数列。人口增长总是快于食物增长，人口一旦超过食物所能养活的数量，食物反过来就会对人口形成抑制，

抑制的途径有战争、瘟疫、饥荒、贫困、晚婚等等。马尔萨斯进一步提出，抑制机制分为预防性抑制和积极

的抑制。所谓预防性抑制，是指人们出于对养家糊口的忧虑而晚婚晚育、不婚、少生甚至不生。所谓积极的

抑制，是指下层阶级由于贫困而使其子女处于缺衣少食的状态。两者的区别在于，预防性抑制是在子女出生

前，积极的抑制是在子女出生后。

马尔萨斯的分析表明，济贫法恰恰对这两种抑制机制都造成了破坏。首先，由于济贫法的存在，穷人明

知无力养家糊口，也要结婚生子，这就破坏了预防性抑制，使人口趋于增长，“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济贫

法在产生它所养活的穷人”。⑤ 人口增长之后，原本不需要救济的人所能购买的食物也比以前更少，从而导致

更多的人陷入贫困，加入依靠救济的行列。其次，接受院内救济的贫民，减少了社会上更勤劳、更有能力的

人所能消费的食物份额，同样也会迫使更多的人依靠救济为生。这就破坏了积极的抑制，或者说，扩大了积

极的抑制的范围：原本只有社会底层的穷人会受到这种抑制，现在却扩大到了其他人群，特别是那些勤劳而

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因此，济贫法在 “增量”和 “存量”两方面都破坏了食物对人口的抑制机制，最终将所

有人都拖入贫穷的悲惨境地。

除以上经济方面的后果之外，济贫法还会导致道德上的后果———道德水准的下降。马尔萨斯指出，济贫

法 “大大助长了穷人的那种漫不经心和大手大脚的习气”“削弱了普通人储蓄的能力与意愿，从而削弱了人

们节俭勤勉度日、追求幸福的一个最强烈的动机”。⑥ 其实，道德上的堕落也会导致经济上进一步恶化，济贫

法鼓励好吃懒做、削弱自立自强，既降低了人的劳动积极性，也削弱了储蓄进而妨碍资本积累，因而不利于

经济增长即 “做大蛋糕”。

１７

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Ｂｒｏａｄｂｅｒｒｙ牞 Ｂｒｕｃｅ Ｍ Ｓ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牞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Ｋｌｅｉｎ牞 Ｍａｒｋ Ｏｖｅｒｔｏｎ ａｎｄ Ｂａｓ ｖａｎ Ｌｅｅｕｗｅｎ牞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１２７０—１８７０牞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牶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牞 ２０１５牞 ｐｐ ２９－３１
Ｊ Ｒ Ｐｏｎｙｔｅｒ牞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Ｐａｕｐｅｒｉｓｍ牶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Ｉｄｅａｓ ｏｎ Ｐｏｏｒ Ｒｅｌｉｅｆ牞 １７９５—１８３４牞 Ｌｏｎｄｏｎ牶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 Ｋｅｇａｎ Ｐａｕｌ Ｌｔｄ牞 １９６９牞 ｐ ４５
Ｍ Ｗ Ｆｌｉｎｎ牞 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Ｓｉｎｃｅ １７００牞 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牞 Ｌｏｎｄｏｎ牶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ｔｄ牞 １９７５牞 ｐ ８７
Ｇｅｒｔｒｕｄｅ Ｈｉｍｍｅｌｆａｒｂ牞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牶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ｇｅ牞 Ｎｅｗ Ｙｏｒｋ牶 Ｖｉｎｔａｇｅ Ｂｏｏｋｓ牞 １９８５牞 ｐｐ ６５－６６

⑥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朱泱、胡企林、朱和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２年，第 ３３、３４ ３５页。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Ｍｏｎｔｈｌｙ 第 ５７卷 ０７ Ｊｕｌ ２０２５

马尔萨斯反对济贫法，除了因为它造成经济上和道德上的恶果之外，还因为它妨碍了自由，这与亚当·

斯密反对 《定居法》的理由之一是一样的。他指出，济贫法让 “英国全体人民不得不忍受一整套令人讨厌

的、给人带来不便而又暴虐的法律的折磨，这种法律与英国宪法的精神实质是背道而驰的。……也是与自由

思想格格不入的”。①

马尔萨斯认为，下层阶级的贫困是一种顽疾，只能缓解而无法治愈。他给出的解决办法包括三条建议：

一是完全废除现行的教区法 （ｐａｒｉｓｈ ｌａｗｓ），使劳动者自由流动，自由选择工作和居住地点。从内容来看，这
一建议针对的主要是 《定居法》。二是鼓励农业而非制造业，鼓励耕种而非畜牧。三是由各郡为极端贫困的

人建立济贫院，并由全国统一征收的济贫税提供经费，收容各郡乃至全国的贫民，并且 “济贫院中的生活应

该是艰苦的，凡能够工作的人，都应该强迫他们工作”。② 第三条建议，虽未明确提出废除 “斯宾汉姆制度”，

但主张院内救济并强制有工作能力的人工作，表明了马尔萨斯反对 “斯宾汉姆体系”的态度，因为该体系为

有工作能力、只是工资低于 “生存水平”的人提供院外救济。此外，斯宾汉姆体系的各种救济形式当中，很

重要的一项是对儿童和家庭给予补贴③，这就破坏了马尔萨斯所谓的 “预防性抑制”，鼓励早婚和多生，刺激

人口增长，当然也是他所反对的。事实上，在 １８０７年第 ４版 《人口原理》中，马尔萨斯专门针对这一问题给

出了解决方案：在逐步废除现行济贫法的前提下，对于婚生子女，法律到期一年后，教区不再给予补贴；非

婚生子女，法律到期两年后，教区不再给予补贴。④

马尔萨斯对 《旧济贫法》的批判，在当时产生了多大影响呢？应当说，影响非常之大。直到 １８３４年 《新

济贫法》出台之前，马尔萨斯的批判都是最具影响力的⑤，有人将他称作主张废除济贫法的 “大祭司”（ｈｉｇｈ
ｐｒｉｅｓｔ）。⑥

四、李嘉图对马尔萨斯的支持

马尔萨斯的好友、也是他一生的论辩对手大卫·李嘉图，在诸多议题上都与马尔萨斯观点相左，但在关

于济贫法的问题上，两人看法却高度一致。李嘉图指出，济贫法 “与立法机关的善良意图相反，它不能改善

贫民的生活状况，而只能使贫富都趋于恶化；它不能使贫者变富，而使富者变穷”。“自从经过马尔萨斯先生

精辟地加以充分说明以来，济贫法的上述有害趋势已非秘密。每一个同情贫民的人必然都热切地希望将其废

除。”⑦ 李嘉图同样认为，通过将勤勉谨慎的人的工资分一部分给穷人，济贫法会使后者变得不节制、不谨

慎，维持贫民的基金会越来越多，直到耗尽国家的全部纯收入。解决的办法应当是，逐步缩小济贫法的范围，

使贫民认识到自立的价值，不再依靠他人的施舍，而靠自己的努力维持生活。⑧

李嘉图反对济贫法，还与他的工资理论密切相关。李嘉图提出，工资即劳动的价格有自然价格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ｒｉｃｅ）和市场价格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ｒｉｃｅ）之分。所谓劳动的自然价格，是 “让劳动者能够大体上生活下去并不增不

减地延续其后裔所必需的价格。……取决于劳动者维持其自身及其家庭所需的食物、必需品和享用品的价

格”。劳动的市场价格即实际工资，则由劳动的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是实际支付的价格。由于劳动供需的情

形不同，市场价格可能高于自然价格，此时 “劳动者的景况是繁荣而幸福的，能够得到更多生活必需品和享

受品，从而可以供养健康而人丁兴旺的家庭”。但是，高工资会刺激劳动者生育更多的子女，导致人口增加进

而劳动供给增加，于是工资又会回落到自然价格上，甚至降到低于自然价格的水平；只有当贫困使劳动者的

人数减少或劳动需求增加后，工资才会再次回到自然价格。也就是说，市场价格总是有趋向自然价格的

倾向。⑨

２７

①

③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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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济贫法》之争看古典经济学的公平观

李嘉图也提到，在社会持续进步的情况下，市场工资率可以无限期地高于自然率。也就是说，当资本不

断增加时，对劳动的需求也不断增加，从而使劳动的市场价格持续高于自然价格。这是经济增长阶段的特点。

但是，实际工资率高于自然率，就会推动人口增长，一旦增加的人口将工资高出自然率的部分完全吞噬掉，

工资又会降到自然价格的水平。考虑到人口增长速度总是超过经济增长、特别是食物的增长速度，工资高于

自然率就只是暂时的，迟早会回落到自然价格。这就是所谓 “工资铁律”（ｉｒｏｎ ｌａｗ ｏｆ ｗａｇｅｓ）。李嘉图提出的
劳动的自然价格也就是 “生存工资”，其含义是，只要劳动者将超出生存工资的收入用于生育更多子女，那

么任何经济增长、人均收入提高都只是暂时的，工资将不断跌落到自然率水平。这也正是 “马尔萨斯陷阱”

背后的真正机制：人均意义上的任何增长都会被人口增长吞噬掉，长期来看人均收入只能维持在生存层次。

李嘉图支持 “工资铁律”，正是借鉴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① 工资铁律的另一含义是，一旦人口增长速度过

快，超过产出增长、特别是食物增长的速度，实际工资就会降到劳动自然价格之下，此时，贫困就会产生减

少人口的作用 （即马尔萨斯所谓 “积极的抑制”），推动工资重回自然价格。然而，济贫法恰恰破坏了这一

机制。对工资给予补贴，相当于人为将实际工资维持在劳动的自然价格水平，从而削弱了贫困对人口的抑制

作用，其趋势是 “使富强变为贫弱……直到最后使一切阶级染上普遍贫困的瘟疫为止”。② 有学者提出，李嘉

图发展了 “工资基金理论”，并结合 “工资铁律”得出反对济贫法的结论。③ 这一说法不够准确，李嘉图并未

主张 “工资基金理论”，他反对济贫法也无须借助该理论，通过 “工资铁律”就足够了。

李嘉图与马尔萨斯一样，主张废除济贫法：“修改济贫法的任何计划，如果不以废除它为最终目标，都是

不值一顾的。”当然，废除济贫法，李嘉图也主张采取 “极为渐进的方法”“逐步缩小济贫法的范围”。④ 不

过，关于济贫资金的筹集，李嘉图与马尔萨斯看法不同。前已述及，马尔萨斯建议由全国统一征收济贫税，

来为穷人提供救济。但李嘉图表示反对，理由是，与全国统一征收济贫税相比，由 “每一教区都分别征集独

立基金维持本教区贫民……更为人们所关心，并有助于保持不高的济贫税率”。⑤ 以现代视角来看，两人观点

的差异，类似于社会保险统筹层次与资金配置效率之间的权衡。若将济贫税理解为社保税，全国统一征收意

味着统筹层次达到最高，共济功能最强，但 “缴费”和待遇之间的关联也最弱，资金的配置效率也最低，再

分配功能最强。反之，由各教区单独征收济贫税，共济功能最弱，且各教区待遇差别较大，但 “缴费”和待

遇之间的关联最强，也就是李嘉图所说 “更为人们所关心”，资金的配置效率最高，再分配功能最弱。李嘉

图提到的这种 “税费—服务”之间对应关系的重要性，其实已触及后来公共选择学派的核心命题。

李嘉图不仅通过著书立说反对济贫法，同时也在政治事务中发表自己的见解。１８１９年 ２月，李嘉图进入
英国议会下议院 （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ｓ）成为一名议员，并担任此职直到 １８２３年 ９月去世。⑥ 他在议会加入的第
一个专门委员会，正是当时刚刚成立的济贫法委员会 （Ｐｏｏｒ Ｌａｗ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在议会的第一次发言，也恰是
针对当时的一项济贫法提案。该提案大意是，为防止用济贫税为劳动者发工资，对体格健全且有工作的劳动

者将不再发放救济，但对其子女仍予以救济并安排工作。１８１９年 ３月 ２５日，李嘉图在下议院发言，表达了自
己的看法。他认为，当时的主要弊病是人口过剩的趋势以及对劳动阶级提供的工资不够充足，而这一提案采

取的措施不能防止这些弊病，甚至还会使其进一步恶化。对贫民子女给予救济，会促进人口增长，加剧人口

过剩。而取消对有工作的劳动者的救济，也不过让工资提高到养活一个单身人的程度，不足以令其养活一家

人。５月 １７日，该提案在下议院进行二读，李嘉图再次发言表示反对。⑦ 从中不难看出李嘉图的逻辑：对穷
人子女给予救济并安排工作，会提高穷人的生育意愿，促使人口增加；既然穷人不必为养活子女操心，那么

即便不再对其发放救济，按照 “工资铁律”，工资也不会提高到让工人足够供养家人的地步，只能保障他自

己的生存。李嘉图的两次反对意见并未得到采纳，１８１９年 ６月 １１日，该提案经过三读通过。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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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走向 《新济贫法》

１８１５年拿破仑战争的结束，并未给英国带来预想中的经济复苏。战争期间，英国的国际贸易受到严重影
响，除前面提到的粮食进口受限之外，出口也受到影响，导致通胀与失业并存。① 尽管战争时期的劳动力短缺

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失业、降低了失业率，但在战争结束后失业率却急剧上升。② １８１５年之后，英格兰东部
各郡棉花产业的衰落导致了严重的结构性失业，主要是女性劳动者的失业，进而导致家庭收入下降。③ 与此同

时，济贫税却连年上升：１７８４年为 ２００万英镑，１８０３年超过 ４００万英镑，１８１８年高达近 ８００万英镑。④ 以实际
价格衡量的济贫总支出年均增长率，１７８３—１８０３ 年为 ２ ２１％，１８０３—１８１８ 年为 ２ ８４％，１８１８—１８３２ 年为
１ １０％，战争期间也是增速最高的；不过，１８１８—１８３２ 年的人均实际济贫支出是下降的，年均增速为
－０ ３４％。⑤

由于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的批判，以及战后经济衰退、济贫税支出激增等现实因素，废除济贫法的声

音在 １８２０年左右达到了顶点。毕竟，马尔萨斯基于 “人口原理”的论证是十分有力的：济贫法特别是 “斯宾

汉姆制度”通过补贴鼓励穷人早婚、早育、多生，导致人口增速大大超过粮食增速，源源不断制造出新的穷

人，最终将全社会拖入普遍贫穷的深渊。前述 １８１９年李嘉图在议会的发言，也表明了这一点。不过，１８２０年
后，济贫法的 “存废之争”开始向 “改良派”倾斜，主张全面废除济贫法的意见逐渐失去了市场。一方面，

反对马尔萨斯等人的声音一直存在，即便是认可马尔萨斯学说的人，也开始有选择地接受它的内容。另一方

面，一批在地方上进行小范围改革的实干家，其中就包括前面提到的尼克尔斯，也在积极探索更为有效的济

贫措施，如采取具有威慑性质的院内救济。⑥ 而且，济贫税的数额在达到顶点后也开始下降，１８２０年降至 ７００
万英镑以下，１８２２年进一步降至 ６００万英镑以下，至 １８２６ 年再次超过 ６００ 万英镑，１８３１ 年再次超过 ７００ 万
英镑。⑦

正如英国著名社会政策史学家弗雷泽 （Ｄｅｒｅｋ Ｆｒａｓｅｒ）所说：“从济贫法的缺陷出发，将其废除或许是符
合逻辑的结论，但是，在一个被内部失序和纷争撕裂的社会里，简单地将其废除而不给出替代方案，是无济

于事的。”⑧ 在此背景下，英国于 １８３２ 年成立了皇家济贫法委员会 （Ｒｏｙ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Ｐｏｏｒ
Ｌａｗｓ），对济贫法的实际运行展开调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著名的 《１８３４ 年济贫法委员会报告》 （Ｐｏｏｒ Ｌａｗ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１８３４，以下简称 《１８３４年报告》）。该报告由两人共同执笔完成，一位是前面提到的西
尼尔，另一位是 １９ 世纪著名社会改革家、曾担任边沁 （Ｊｅｒｅｍｙ Ｂｅｎｔｈａｍ）秘书的查德威克 （Ｅｄｗｉｎ
Ｃｈａｄｗｉｃｋ）。济贫法委员会向各地派出助理委员，全面调查济贫法的运行状况及存在的问题，撰写报告并提交
给委员会。西尼尔和查德威克从各地提交上来的报告中提取素材，最终完成 《１８３４年报告》。

《１８３４年报告》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济贫法运行现状的分析和总结，包括院外救济、院内救济、
济贫税税负、反对改革的各种意见等等，这部分提供了大量一手调查材料和原始报告；第二部分是关于各种

济贫法改革措施的建议。针对 《旧济贫法》当时广泛实施的院外救济、特别是对身体健全的 （ａｂｌｅｂｏｄｉｅｄ）
穷人给予的实物救济 （主要是提供住所，而非给予食物和衣物等）或现金救济，《１８３４年报告》给出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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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济贫法》之争看古典经济学的公平观

建议，其核心是 “低于舒适”（ｌｅｓｓ ｅｌｉｇｉｂｉｌｉｔｙ）原则。西尼尔和查德威克在报告中指出，当时济贫法的种种恶
果，主要来自对身体健全者的广泛救济，但他们并不主张将其彻底废除，而是建议对其进行改革。报告中写

道：“我们描述的最紧迫的弊端，是关于对身体健全之人的救济。……如果我们相信报告前面描绘的那些弊

端，或与之类似或接近的弊端，是对身体健全者义务救济的必然后果，我们就该毫不犹豫地建议将其完全废

除。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这些罪恶是其必然后果。我们相信，在严格监管和充分强制下，这样的救济可以安

全且有益地提供。”①

所谓 “严格监管和充分强制”，关键在于 “低于舒适”即接受救济后的生活水准不能高于独立劳动者，

否则人们就会依靠救济而不愿工作。报告中写道：“被救济者的状况，总体上不能比最底层劳动者的状况还舒

适。前面的证据表明，任何穷人的生活状况被提升得高于独立劳动者越多，独立阶层的状况就越差，他们的

勤勉就越受挫伤，他们的就业就越不稳定、工资报酬就越低。这些人受到强烈的引诱，从较低舒适的劳动者

阶层离开，进入较高舒适的穷人阶层。”② 贯彻 “低于舒适”原则的办法是 “济贫院检验”（ｗｏｒｋｈｏｕｓｅ ｔｅｓｔ）：
身体健全而又希望接受救济的人，必须住进济贫院接受救济，且必须从事劳动；济贫院的生活条件是非常艰

苦的，比最底层独立劳动者的生活水准还要差；夫妻在济贫院中必须分开居住，不能住在一起。唯其如此，

才能避免有人 “伪装”成穷人接受救济而不去工作；一个身体健全的人，若非一贫如洗、走投无路，是不愿

意进入济贫院的。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分辨出哪些是真正需要救济的穷人，哪些是好逸恶劳的懒汉。“济贫院

检验”在报告中被称为 “自主检验”（ｓｅｌｆａｃｔｉｎｇ ｔｅｓｔ）③，意在让接受救济者自己对号入座，降低济贫当局的
识别成本。以现代经济学视角来看，“低于舒适”原则以及 “济贫院检验”，是解决寻求救济者与济贫当局之

间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的机制设计。

《１８３４年报告》发表的同年，英国通过了济贫法修正案 （ｔｈｅ Ｐｏｏｒ Ｌａｗ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 Ａｃｔ ｏｆ １８３４）即 《新济

贫法》。《新济贫法》几乎完全采纳了报告提出的改革建议，废除了对身体健全的成年男子的院外救济，改为

院内集中救济。除了贯彻 “低于舒适”原则和 “济贫院检验”之外，《新济贫法》在济贫事务管理上也作出

变革：济贫不再以教区为单位，而是将若干教区合并为一个联合会 （ｕｎｉｏｎ），以联合会为单位修建济贫院并
展开救济。每个教区联合会由选举产生的监督人委员会 （Ｂｏａｒｄｓ ｏｆ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ｓ）进行管理，委员会接受全国层
面的济贫法委员会 （Ｐｏｏｒ Ｌａｗ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监督，该委员会由三名常任委员组成，查德威克被任命为第一任
全职干事。到 １８４０年，已有 ９５％的教区完成了合并，“济贫院检验”也在各地广泛实施。④

从减少济贫资金压力的角度来看，《新济贫法》无疑是成功的。从 １９世纪 ３０年代初到 ５０年代末，人均
实际济贫支出下降了 ２８％。⑤ 济贫支出占国民总产出的比重，１８２０年左右达到了 ２ ５％的最高水平，到 １８４０年
左右，已经剧降到 １％；１９世纪 ４０年代初有所反弹，再度接近 １ ５％，其后稳步下降，到 １８８０年时济贫支出
占比已降到 ０ ６％—０ ７％。⑥ 需要指出的是，《新济贫法》尽管取消了对身体健全者的院外救济，但院外救济
并未彻底消失。一方面，一旦遇到经济危机导致大量工人失业，“济贫院检验”就会遭到产业工人的激烈反

对，于是不得不继续为失业者提供院外救济，尤其是在英格兰北部的工业区。⑦ 另一方面，很多教区为了发

放院外救济，往往将失业者登记为患病者，而根据 “例外条款”患病者可以接受院外救济。⑧

六、西尼尔的人口理论

作为 《１８３４年报告》的两位执笔人之一和 《新济贫法》出台的重要推手，古典经济学家纳索·Ｗ 西尼
尔的思想值得关注。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西尼尔同样反对当时的 《旧济贫法》，尤其是给身体健全的、有工

作的穷人发放补贴的做法。但是，反对的理由并不是认为它会推高人口增长率，而是在于它会妨碍工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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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长。从这里可以看出西尼尔与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的分歧所在，特别是他不同意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前已述及，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核心是人口与生活资料主要是食物之间的关系：若食物相对于人口比较充裕，

就会提高生育意愿、推动人口增长；若食物相对于人口比较匮乏，就会降低生育意愿、减缓人口增长。无论

是预防性抑制还是积极的抑制，归根到底是靠食物的抑制作用。然而西尼尔却认为，对人口增长的抑制靠的

不是食物，而是靠维持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所需的 “场面用品”。

１８２８年，西尼尔在牛津大学做了两次关于人口的讲座；１８２９年初，他与马尔萨斯通信讨论人口问题，同
年，两次讲座的内容以小册子出版，在征得马尔萨斯同意后，两人的往来通信作为附录一并出版。在第一次

关于人口的讲座中，西尼尔就提出了必需品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ｉｅｓ）、场面用品 （ｄｅｃｅｎｃｉｅｓ）和奢侈品 （ｌｕｘｕｒｉｅｓ）的划
分①，并详细讨论了它们对人口增长的不同作用。１８３６年，西尼尔的 《政治经济学大纲》出版，关于人口的

这些思想和观点再次出现，此时马尔萨斯已去世 （逝于 １８３４年）。
西尼尔指出，所谓必需品是指 “使某个人得以保持对于完成其日常工作说来所必不可少的健康和体力而

必须使用的那些事物”，所谓场面用品是指 “某个人为了保持他在社会的现时地位而必须使用的那些事物”，

而某个人除此之外消费的一切事物，叫作奢侈品。② 当然，必需品、场面用品和奢侈品的划分，并不是一成不

变的。同一事物，对不同国家的人、或同一国家内不同的人来说，可以是必需品，也可以是场面用品甚至奢

侈品。之所以作如此划分，是因为它们对人口增长的抑制作用是不一样的。西尼尔从马尔萨斯提出的预防性

抑制和积极的抑制入手，并精确地指出，前者的作用是限制生育，后者的作用是缩短寿命；前者降低出生率，

后者推高死亡率。西尼尔承认，积极的抑制如战争、饥荒等，当然会抑制人口的增长，尤其是在最低级的野

蛮状态下，饥荒 “是主要的和显而易见的制约力量”。但是，“其他制约人口的因素统统消失、唯有依靠饥荒

发挥作用”这种状态，过去从未出现过，将来也绝不会出现。原因在于，在高度文明的社会里，预防性抑制

会全力发挥作用，其力量已足够强，甚至无须等到积极性抑制因素的出现。况且，即便到了饥荒发挥作用的

地步，它也不会单独出现，而总是伴之以瘟疫、凶杀和战争等。③

因此，西尼尔认为，在文明社会里，制约人口增长的主要机制是预防性抑制，尤其是不结婚 （Ａｂｓｔｉｎ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所谓结婚，既包括正式的婚姻关系，也包括可能导致生育的事实婚姻。除少数独身主义者之
外，绝大部分不结婚的人总是由于缺乏某种财富，或担心自己缺乏某种财富。那么，究竟是担心缺乏哪种财

富才会让人不愿意结婚、进而抑制人口增长呢？西尼尔指出，不是必需品，也不是奢侈品，而是 “场面用

品”，他写道：“不论哪一阶级，由于单是对奢侈品缺乏而形成的顾虑的制约力量，总是极其轻微。”“即使单

是对于缺乏必需品的顾虑，也不足以使人口的增长显著地受到阻碍。”“较大的防止性制约是丧失场面用品的

顾虑，也就是借助于在较长期的独身生活中的积累、取得购买足以提高其社会地位的场面用品的手段的

希望。”④

担心缺乏奢侈品不足以导致不结婚，这点容易理解。而西尼尔认为，担心缺乏必需品，也不足以导致不

结婚，一是人们通常不到挨饿的地步就已经作出了不结婚的决定，二是对于英国人来说，即便到了那一步，

也有济贫法为之提供保障。因此，出于对缺乏场面用品的担忧，才是导致不结婚、进而制约人口增长的主要

因素，包括担心收入水平无法让自己在婚后保持原有的社会地位、担心子女受教育水平低于自己，以及希望

自己在尚无家庭羁绊之时获得升迁 （即 “先立业、后成家”）等等。２０世纪下半叶以来，发达国家几乎无一
例外经历了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龄化、人口增速放缓甚至负增长等阶段；当前中国也开始人口负增长，根据

官方抽样数据，２０２２年总和生育率只有 １ ０５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倒数第二）。⑤ 事实表明，生育率下降、人
口增速放缓，并非由于缺乏食物等生活必需品；恰恰相反，害怕结婚降低生活质量、担心无法给子女提供更

好的教育和生活等，即西尼尔所说的 “担心缺乏场面用品”，才是晚婚晚育甚至不结婚最主要的原因。这些

道理现在看起来很平常，似乎已是常识，但西尼尔在二百年前就提出这一见解，不得不令人赞叹其远见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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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济贫法》之争看古典经济学的公平观

西尼尔的这一观点，并非只是 “纯理论”分析，而是有 “实证”研究做支撑。经济学家约翰·巴顿

（Ｊｏｈｎ Ｂａｒｔｏｎ）于 １８１７年发表论文，指出 １７５０—１８００年工资率下降时，人口增长率反而上升了。① 而按照马尔
萨斯的人口理论，工资率下降导致必需品相对匮乏，人口增长应当受到抑制。当时还有研究表明，人口增长

不是因为出生率的上升，而是因为死亡率的下降。② 西尼尔论证说，假如人们对场面用品和奢侈品并无需求，

而只满足于获得必需品，那么英国全体国民都从事农业生产，并以追求产量为唯一目标，能够养活的人口就

不是当时的 １５００万，而至少是 ６０００万。正是因为人们对结婚抱慎重态度，希望保持一定的消费水平而非仅满
足于温饱，才避免了人口增长对生活资料造成过大的压力。③

西尼尔还提出，从动态的角度来看，随着经济的增长、财富的增加，“上一代的奢侈品就会成为下一代的

场面用品。这时日益成为风气的，不仅是更求舒适、更求便利的爱好，还有得不到这类事物时的耻辱感觉”。

因此一个国家越是富裕、文明程度越高，积极的抑制就必然让位于预防性抑制，“人口过剩———说得明确些，

也就是人口过多，以致不能获得必需品充分的、有规则的供应———的弊害势必逐渐缩减”。④ ２０世纪的经济和
社会发展，完全验证了西尼尔的预言。由于经济增长、人均收入上升、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等因素，全

世界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出现了大幅下降，从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高峰时的 ５ ３降到了 ２０２２年的 ２ ３。即便是传统上
高生育率的地区如非洲和中东等，与过去相比，生育率也明显下降了，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生育率从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高峰时的 ６ ８降到了 ２０２２年的 ４ ５，中东和北非地区的生育率从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高峰时的 ７ １
降到了 ２０２２年的 ２ ６。⑤

七、结语：《济贫法》之争中的公平观

古典经济学对 《济贫法》的讨论折射出的公平观，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其一，古典经济学时期，人们对待穷人的态度已经发生了转变，不再抱有 “穷人必须受穷”的观念。在

这方面，亚当·斯密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斯密之后的马尔萨斯、李嘉图，虽然总体上对穷人仍抱有负面态

度，但其所指已非 “穷人天生好逸恶劳、游手好闲”，毋宁说是济贫法对穷人的救济助长甚至造就了他们的

种种 “恶习”。换言之，穷人并非天生懒惰，而是被济贫法 “养懒”了。至于 “贫穷的效用”等重商主义的

观点即必须让穷人保持低工资、以使本国产品在国际竞争中拥有低成本优势的观念，则更是完全消失了。比

马尔萨斯、李嘉图晚一代的经济学家西尼尔，在分析 《济贫法》的弊端时，已经完全不再针对穷人，而是对

各阶层的利益通盘考虑；并且，西尼尔也并不强调济贫法会激励穷人生育更多的子女。

其二，古典经济学关于 《济贫法》的讨论，充分展现了 “公平与效率”的权衡，这在经济学史上是第一

次。无论是主张废除 《济贫法》的马尔萨斯和李嘉图，还是主张改良的西尼尔，从根本上讲，都不反对救济

穷人；他们担心的是救济范围过大、救济水平过高最终导致社会的普遍贫穷。无论李嘉图所说 “耗尽国家的

全部纯收入”，还是西尼尔所说 “济贫税吞噬掉全部利润和租金，土地抛荒、摧毁生产”，都是担心过于追求

“公平”（济贫）会妨碍 “效率”（富裕）。反过来说，如果不妨碍 “效率”，那么当然 “越公平越好”。按照

功利主义的思路，假设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若总收入是固定的，那么只有平均分配才能最大化社会总效

用。⑥ 公平与效率之争可以说是经济学的永恒话题之一，２０世纪下半叶关于 “福利病”的讨论，以及当前关

于 “全民基本收入”（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ｃｏｍｅ）的热议，都是公平与效率之争的延续，其源头皆可追溯到 １９世
纪古典经济学关于 《济贫法》的讨论。

其三，古典经济学关于济贫税的讨论，已经触及后来公共选择学派的核心命题，即 “税费—服务”之间

的关联性。这方面主要贡献者是李嘉图。李嘉图反对济贫税由全国统一征收，理由是那样会削弱人们对济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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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的关心，可能会推高济贫税率，这一见解是非常深刻的。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强调，人们通过

集体决策提供公共物品时，不仅会关心公共物品的数量，也会关心为公共物品融资的税费 “分担”；除非集

体决策采取 “一致同意”规则，否则公共物品的提供必然涉及再分配。而人群规模越大，每个人缴纳的税费

与得到的公共服务之间的关联就越弱，为了追求决策效率，就只能更远地偏离 “一致同意”，由此导致公共

物品 “过度供给”的可能就越大。照此逻辑，若将济贫理解为社会保障，那么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统

筹层次”越高，税负就越重，资金浪费也更严重。这正是李嘉图的担心所在。但另一方面，“统筹层次”更

高，“共济”功能就更强，“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也更高。

其四，古典经济学对 《济贫法》的讨论，还涉及 “群体公平”和 “代际公平”问题。无论马尔萨斯、李

嘉图还是西尼尔，反对当时 《旧济贫法》特别是 “斯宾汉姆制度”的理由，除了认为它有碍效率、摧毁财

富、最终导致普遍贫穷之外，还认为它 “奖懒罚勤”，对于靠自己双手辛勤劳作的劳动者是不公平的，损害

了独立劳动者和依靠救济的穷人之间的群体公平。西尼尔在调查报告中发现，有的地方，所有工作都是教区

居民在做，而外来定居者只靠济贫税生活，整日无所事事。① 这对本地居民当然是不公平的。此外，马尔萨斯

根据其人口原理反对济贫法，认为它 “在产生它所养活的穷人”，也就意味着对子孙后代的不公平：当代人

的懒惰和放纵导致了后人的贫穷。这一思想影响深远，无论中国目前仍在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还是全球面

临的碳排放问题，表面上是平衡人口和资源环境的关系，而其深层逻辑则是当代人和未来人之间的代际公平。

而关于这些问题的经济学讨论，亦可追溯到 １９世纪古典经济学的 《济贫法》之争。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础研究学者资助项目 “西方经济学中公平观的演变研究”（ＸＪ２０２１００１）、中国
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项目 “当代经济学与中华经济思想文明传承创新关系研究” （２０２３ＹＺＤ０５８）的阶段性
成果〕

（责任编辑：沈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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